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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经济全球化战略转型的重大选择。内需主
导型全球价值链可以作为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理论和实践研究的一种切入视角。构建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技术大变革之下全球价值链分工动态演变和深化的理论逻辑使然，也

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规律自然演进的历史逻辑使然，更是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需求端、
供给端和制度端发展条件变化的现实逻辑使然。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总体框架可以
概括为:首先，基于内需市场构建国内价值链，形成国内大循环; 其次，实现国内价值链与

全球价值链深度对接，以国内大循环带动国际循环; 最后，以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循环，形成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中的政策实施重点在于，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坚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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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在进
入新发展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特征，将从过去出口导向下的客场全球化转向内需主导下的主场全球化，

同时更本质地反映了我国经济参与全球分工和竞争范式的转变。众所周知，改革开放40多年来，特别
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后，我国经济加入国际大循环，充分利用西方国家的市场和资源，形成了
“两头在外”“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取得了经济增长的巨大成就，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这在很
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国在劳动力等廉价要素方面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可以在全球产品内分工体系

下的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环节进行代工，并通过产业关联下的技术外溢效应，促进我国本土企业的生



产效率提升。然而，随着我国人口红利消失和国际金融危机后外需的持续低迷，这种客场全球化模
式已然难以维系下去。因为，客场全球化导致我国经济对西方国家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依赖，而对自
身国内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不足，不仅难以培育出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而且基于价格优势的大规模

出口还会遭遇一些西方国家的抵制。换句话说，我国过去参与的客场经济全球化缺乏足够的自主可
控性。
在此背景下，由客场全球化转向主场全球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

格局的主要内容。所谓主场经济全球化，就是要对全球开放中国市场，并且利用超大规模内需优势虹
吸全球资源来发展创新经济。这样一来，内需就成为我国参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工具、资源和
手段，可以基于它发展出动态比较优势，实现内生经济增长。特别是近年来在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
炎疫情冲击之下，全球产业链呈现出“纵向缩短、横向区域集聚”的重组趋势，使得原先分布在不同国
家、不同企业的生产工序和环节回缩到具有一定规模的国家或区域内形成产业链集群。譬如，美国在
这次疫情中颁布的《国家紧急法案》就试图利用国家资源支持一些制造企业回归;其自贸区政策中的
“原产地原则”“毒丸计划”，①也反映出美国将产业链布局在特定自贸区的意图。这种产业链集群具有
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的特点，往往是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的空间和组
织载体，可以促进主场经济全球化和新发展格局战略的深度实施。可见，从客场经济全球化转向主场
经济全球化，是我国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本背景。
目前，国内学界从多个角度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进行了解读，但却缺乏对其研究视角、逻辑主线

和总体框架作系统性的分析。这就导致其中有些认识是存在一定偏差的，比如有些人认为新发展格局
是被迫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脱钩”，从而选择进口替代的老路。这种看法至少存在两点误解需要进行
纠偏:其一，新发展格局并不是被其他国家“逼”出来的，而是根据我国自身发展阶段的变化所作出的
主动的战略调整和抉择;其二，新发展格局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等同于封闭循环，而是更高

水平开放基础上的双循环。正如从党的十九大报告到“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博鳌亚洲论坛等
多个国内外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显然，构
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更是一个重大实践课题，对“十四五”时期及2035远景目
标的实现，具有长远和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的目的就是运用主场经济全球化思维，从理论上对双循
环新发展格局的研究视角、内在逻辑主线以及总体框架这三个问题进行重点分析。

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研究视角

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全球化发展中，我国经济运行与发展格局也是一种双循环体系。不过，这种
双循环的特征是嵌入全球价值链( GVC) 进行国际代工，以国际循环和国际开放为主带动国内经济循
环和发展，因而总体上表现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对于这种双循环的
发展格局，其经济分析范式和视角主要是 GVC，它不仅是分析全球产业专业化分工和增长的主流方
法，而且可以清晰地展示客场经济全球化的特征。
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NIDO) 的定义，GVC 指的是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

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购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
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格里菲归纳了 GVC 中两种典型的类型: 一种是生产者驱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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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产地原则”规定在美墨加自贸区中必须有75%的生产附加值才算原产地，否则就赋予重税。“毒丸计划”指
出，在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三个国家( 美、加、墨) 中，若有一方跟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协议，那么该协定就自动失效。



GVC，指那些由跨国公司或者大型国际产业集团在控制全球生产系统( 包括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 中
占主导地位的产业，如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汽车、计算机、飞机和电力产业等;另一种是购买者驱动型
GVC，指那些由大型零售商、品牌商和贸易商在生产网络中扮演关键角色的产业，如劳动密集型的服
装、鞋类、玩具、家具等消费品产业［1］。格里菲和李认为，对于前者，其关键在于 GVC 的治理，也就是
GVC的领导厂商与合约制造商之间关系的分析; 后者关注的焦点，则在于一个国家为保持和提升其
GVC地位的产业升级战略，二者构成了相对完整的 GVC 分析范式［2］。一些全球性的多边机构 ( 如
UNIDO、ILO、IDB、WB等) 也正在将 GVC的这种分析范式应用于发展理念和实践，成为促进全球发展
的重要工具。

GVC范畴在经济分析上的这种优势，使我们可以捕捉到全球生产、分配和贸易动态的整体图景。
然而，它在致力于分析资金、原材料、劳动资源等如何在价值链上进行全球化配置时，却不能分析嵌入
GVC的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变化和动态竞争优势的形成问题，无法回答“在这种组织分工结构当
中，为什么有的参与者能成为 GVC的主导者，而有的参与者只能是被动嵌入者”的问题。这实际上是
忽略了发展中大国可以在主场经济全球化中，利用巨大的内需潜力优势发展动态比较优势的可能性，

因而也就不完全适用于新发展格局的议题研究。传统的 GVC 分析范式需要纳入超大规模内需市场以
及由此诱发的自主创新能力这些变量，把其拓展为内需主导型 GVC［3］，从而作为一种适合的产业组织
载体来对新发展格局进行研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十四五”规划建议的说明中所指出的，“构
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形成国民
经济良性循环”［4］。
所谓内需主导型 GVC，就是指在内需主导型战略下依靠超大规模内需建立起的安全可靠、自主控

制的“以我为主”的 GVC。在这种组织机制下，我国的超大规模内需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自主
创新能力，是建立内需主导型 GVC 的关键支撑要素。因为，大国经济具有规模性、内源性、多元性等特
点［5］，这种特点意味着我国可以利用广阔的国内市场加快技术创新、扩大专业分工，实现规模经济和
范围经济等竞争优势，而这些国家竞争优势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必要条件。这主要表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

第一，市场规模效应。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有利于鼓励企业对固定资产和人力资本等进行大规模投
资，从而产生规模经济以提高企业利润。尤其是对于需要大量研发投入、高资产专用性的创新产业，如
果国内市场规模较大，那么这些企业就更愿意做出风险偏好的决策。与此同时，国内细分市场也可以
通过产业链的不同环节，调整本土企业的关注焦点和优先发展顺序，也即一些预期收益高、前景好的
产业环节，会优先得到企业的关注和发展，而利润较低的产业环节，无论是产品设计、制造还是市场营
销，都将延后发展。
第二，累积因果循环效应。利用超大规模内需市场的“虹吸”作用，可以为中国的技术升级、产业转

型和经济发展引来资源、技术和知识等全球性高级生产要素，提高国内产业集群的竞争力，而这些现
代产业的集聚、集群以及相应的整体实力提升，也会带来劳动和资本的集聚甚至加速集聚，从而会促
进该国经济创新发展。在此基础上，国内本土企业能够成长为主导全球价值链的“链主”，实现“走出
去”“走进去”“走上去”，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速形成。
第三，要素结构优化效应。国民经济的要素资源结构取决于经济体系本身，尤其是当该经济与外

国经济进行竞争时，竞争强度深刻影响着该国的资本和技术生产条件，促使其比较优势发生动态转

换。这也就是所谓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我国的超大规模内需潜力是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的关键条件，
进而对 GVC演变和创新产生重要影响。内需主导型 GVC 实际上是以国内市场主体的有效需求为导
向，将产业升级、资源开发、区域协调等统一到国内市场大循环体系之中。在这一过程中，各种要素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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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低效率产业或部门重新配置到现代高效率产业或部门，促进我国现代高效率产业技术水平的提

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进而创造出推动新发展格局构建的强大动能。
综上，内需主导型 GVC将大国内需与传统的 GVC分析范式结合起来，形成了包括自生能力、动态

竞争、大国优势、产业链延伸等基本特征在内的产业组织机制。这种组织机制以国内市场主体的有效
需求为导向，可以将产业升级、资源开发、区域协调等统一起来，形成强大动能来实现国民经济和产业
的创新驱动和循环畅通，即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产业链、价值链环节的堵点，形成需求牵引
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因此，内需主导型 GVC 可以作为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理论
和实践研究的一种切入视角。

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逻辑主线

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要从以国际循环为主体的旧循环转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

循环。也就是说，过去的客场经济全球化，其特点是以国际经济循环为主，国内循环充其量只是低附
加值的加工制造平台，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极其有限; 而在主场经济全球化中，内需主导型 GVC
将发挥出更加基础性、战略性、关键性的作用，体现了以国内市场大循环为主体的优先地位，以及国
际市场循环的支持和补充作用。这种重大转向的背后，其实有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
逻辑。

(一) 理论逻辑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技术大变革之下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动态演变和深化。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
跨国公司的主导下，产业链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纵向非一体化的趋势。也就是说，从产品研发、原材料
供应、零配件生产、深度组装最终品到市场销售的各环节，被布局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以充分利用世
界各地的比较优势。这就是所谓的 GVC分工，也称产品内分工。这一方面是因为“二战”后贸易自由化
成为国际共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要素禀赋结构上具有较好的互补性，因而 GVC 分工成为国
际产业分工的主要形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大型企业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廉价要素，

以实现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从学理上讲，GVC 分工的基础和源泉在于技术变革、比较优势和规
模经济三个方面。
首先，技术进步和变革决定了特定产品的生产过程在空间上可分离。特定产品生产的空间可分离

性，是企业将不同生产阶段分散布局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前提。而且，这种可分离性越强，生产的迂回
化强度就越大，从而产业链延伸越长。但很显然的是，它取决于技术发展和进步的水平。譬如，从蒸汽
技术革命到电力技术革命，产品的生产组织方式也从亚当·斯密笔下生产扣针的小工厂发展为大规模
流水线生产的福特制，生产过程的复杂性和可分离性质显著加强。到了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后，信息化
的加速推进使得通信成本和交易成本大幅下降，准时制生产系统( Just In Time) 逐渐兴起，这是一种更
加灵活、更能适应市场需求的生产组织方式。甚至原先不可贸易的服务产品，也随着技术发展而逐渐
变得可贸易起来。在这一演进过程中，不可忽略的一点是，技术进步和变革也推动了运输成本的持续
下降，它与生产过程的可分离性相结合，共同破除了远距离进行生产布局的技术障碍。
其次，基于要素禀赋结构差异的比较优势促进了垂直分离的生产阶段形成跨地区分布。在生产过

程可以实现远距离布局的条件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差异自然而然就会成为生产环节

跨空间分布的依据。为什么研发、设计等生产环节主要分布在发达国家，而制造、组装等生产环节主要
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其中原因就在于研发、设计等是技术、资本密集型的，发达国家在这些要素禀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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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比较优势;与此相对，制造、组装等是劳动密集型的，发展中国家对此有着比较优势。换句话说，发
达国家是“会做但不是做的最好”而主动谋求全球价值链分工，发展中国家是“不会全部制作”而只能
加入全球价值链分工［6］。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内部，也会由于要素分布的不均衡而导致基于比较优势的
产品内分工。但其中的共同规律是，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往往分布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市场需求
规模较大的地区，形成总部经济;而低端环节则比较容易分布在经济发展相对较低、市场需求规模较
小的地区，形成工厂经济。
最后，规模经济有效降低了长期平均成本，从而进一步强化了特定阶段的分工结构。当参与分工

的国家和地区基于要素禀赋结构差异的比较优势专业化于某一特定的生产阶段，这种专业化分工会

通过学习曲线效应进一步促进规模经济的形成。这其实是揭示了通过产品内分工把具有不同最佳规
模的工序布局在不同地区的生产单位而获得成本节省和利润创造，因为特定产品的不同生产阶段也

可能存在最优规模的差异，这种差异越大就越有可能促进产品内分工［7］。实际上，规模经济是由市场
总体规模所决定的，如果市场总体规模越大，从而允许存在大量企业，这些企业很可能会集中分布在

某个特定空间形成产业集聚效应，从而生产的规模经济水平也就越高。从这一理论逻辑来看，以大国
内需市场为基础构建内需主导型 GVC进而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显然是行得通的。

(二) 历史逻辑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挖掘国内的廉价劳动力等禀赋，利用西方国家的市场，实施了以
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客场经济全球化策略。这种策略的基本过程是，技术、设备以及重要原材料都是从
国外进口的，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成产成品后再销往国外。也就是说，在过去的40年里，我国经济是深
度嵌入 GVC分工的开放发展模式。其中的嵌入路径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企业单体嵌入 GVC，另一种
是集群抱团嵌入 GVC。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企业嵌入 GVC的形式大多属于第一种，其特点是本土企
业通过对跨国公司发包订单的竞争而直接嵌入 GVC;而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伴随着地方高
新区和产业园的流行，本土企业往往先在这些高新区和产业园内扎堆集群，进而再抱团嵌入 GVC［8］。
相对于单体嵌入，这种集群抱团嵌入可以增加本土企业面对国际大买家时的讨价还价能力，而且也能

够实现从代工生产( OEM) 到贴牌生产( ODM) 再到自主品牌( OBM) 的有限程度的产业升级。在这种以
GVC分工为基础的客场经济全球化中，我国经济中的进出口规模增长是跨越数量级的。从中不难看
出，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实际上也是一种双循环格局，但是以国际经济循环为主。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世界经济格局经历了深刻的调整过程。从国外来看，全球主要发
达国家的经济复苏和增长持续乏力，能为中国巨大产能提供市场需求的能力大幅缩减，这正是我国出

现产能严重过剩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全球化的逆流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如英国脱欧、美国发起“贸
易战”等都是标志性事件，这也进一步冲击了原有的 GVC 分工体系。从国内来看，长期的出口导向型
发展模式在促进我国经济总量飞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结构性问题。比如，我国本土的
生产性服务业与国际代工生产体系存在较为明显的分离现象，制造业的繁荣所带来的是大量服务贸

易进口，反而挤压了本土服务企业的生存空间［9］。而且，我国劳动力及其他要素的偏低价格正在补涨，
使一些标准化的、同质性较强的中间品很容易由成本更低的国外中间品供应商所替代，反映出我国参
与 GVC分工的传统比较优势正在逐渐消失。在这种内外部条件下，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客场经济全
球化显然是难以为继的，我国经济新常态以来的增长越来越呈现出国内市场驱动的特点。因此，随着
超大规模内需市场的不断开发，我国经济循环必然要从以国际经济循环为主转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这是符合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自然演进。

(三) 现实逻辑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内市场需求的增长、产业供给体系的升级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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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制度优势，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强大
动能。
一是从国内市场需求的增长来看，2019年我国人均 GDP首次站上1万美元的新台阶，尽管面对突

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2020年全年 GDP总量仍首次超过100万亿元，这意味着我国巨大规模的
总需求可以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基本面的支撑。而且，我国是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中等收入人群
超过4亿，再加上居民消费与技术变革相结合，使得我国成为全球最大也是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这在
未来将进一步发挥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作用。
二是从产业供给体系的升级来看，尽管我国许多产业发展仍处在 GVC 的中低端环节，但是，的确

也有一些产业实现了技术突破和升级。譬如，中国高铁利用“干中学”、“用中学”和“试验中学”促进了
技术能力的积累，先后经过了形成集成能力、整合国外供应链、构筑独立产业体系的三个发展阶段，最
终实现了技术赶超和升级［10］。事实上，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有着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
的国家，具有齐全完备的工业生产体系。这些产业供给端的优势，无疑为我国在新发展阶段构建双循
环新发展格局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
三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来看，我国可以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充分调

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的紧密结合，实现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
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还体现在，可以利用新型举国体制发
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举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攻坚克难。比如，微观
上可以在“卡脖子”的关键领域适当集中资源和要素进行攻关，宏观上可以集中力量建设营商环境持
续优化的全球性城市，以虹吸全球高级生产要素为我国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服务。

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总体框架

上述分析表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仅是我国经济客观发展规律的历史必然，而且也是形

成未来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内在要求。其中的关键在于，我国经济从国内市场到国际市场，
怎样才能真正地畅通循环起来。为此需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总体框架，它一般由以下三个方面
构成:

首先，基于内需市场构建国内价值链，形成国内大循环。随着我国超大规模内需潜力的不断释放，
中国市场就会成为世界市场中的重要“磁极”，吸引全世界范围内的创新人才和资源。特别是在高标准
市场体系建设过程中，不断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市场开放有序、市
场竞争充分、市场秩序规范，从而更能发挥我国国内市场对全球高级生产要素的“磁场效应”。为此，我
国的本土企业可以利用这种国内市场的有利因素发展为“链主”企业或“隐形冠军”企业，进而构建独
立自主的国内价值链。从概念来讲，国内价值链是基于国内市场的有效需求发育而成，由本土企业掌
握价值链的核心环节，且在国内市场获得自主研发的创新能力以及品牌和销售终端渠道的高附加值

竞争力的产业分工体系。在国内价值链体系下，本土企业将更多地参与从产品研发、原材料供应、零配
件生产、深度组装最终品到市场销售的全产业链过程，有助于清除国民经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
领域的痛点和堵点，从而促进国内大循环加快形成。
需要强调的是，对国内大循环的形成而言，对内开放的重要性将尤其凸显。众所周知，形成国内大

循环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形成国内统一市场。然而，受我国过去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影响，国内市场中
的行政壁垒、地区分割现象仍十分普遍，成为国内统一市场形成的主要障碍。比如，地方政府针对民营
企业所设置的“卷帘门”“玻璃门”“弹簧门”等，以及针对国民个人选择的户籍限制等，都是对内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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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的典型表现。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对内开放，那么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居民个人等微观市场主体
的活力就不可能真正得到激发，而国内区域之间也难以在市场竞争基础上进行合理的产业协同发

展。近年来，我国先后实施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战
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通过对内开放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进而推动国内统一市场建设。
因此，在当前的新发展阶段，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对内开放的重要性必须放到至少与对外开放

等同的高度。
其次，实现国内价值链与 GVC 深度对接，以国内大循环带动国际循环。在内需主导下构建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不是要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要利用内需更好地联通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这从内需
主导型 GVC的研究视角来看，就是国内价值链与 GVC之间实现深度对接。研究表明，贸易便利化有助
于提升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11］。目前，我国的国内价值链与 GVC 之间在总体上呈现负相关关
系［12］，而且内陆与沿海地区、沿海地区与美日发达国家的增加值供求关系最为紧密［13］，这表明国内循
环与国际循环尚未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这当中的关键原因在于，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之间既存在替
代效应，也存在互补效应。也就是说，如果本国的生产要素、产品和服务供给具有较大规模，那么当其
参与国际循环时，国外生产要素、产品和服务大量进入本国市场，就会形成一定程度的替代效应。例如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丰田汽车进入美国市场，导致美国本土品牌汽车销量大幅下降，就是典型的替
代效应。而如果本国缺乏某些生产要素、产品和服务时，从国外进口这些生产要素、产品和服务，就会
产生显著的互补效应。例如我国从发达国家进口高端装备，弥补了国内制造生产的不足，而我国的廉
价劳动要素恰是发达国家所需要的，这种互补性有力促进了我国过去的国际经济循环。
但是，要素禀赋差异并不是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之间替代效应或互补效应的唯一决定因素，正如

前文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论逻辑的分析所指出，规模经济也是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因为当一国的
某种生产要素即便是相对富裕的，但如果该生产要素存在规模经济，那么该国仍会从国外进口这种生

产要素，从而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之间的互补效应仍然是主要的。这也是当前国际竞争格局中的发达
国家仍在世界范围内不停地追逐高级创新人才和先进技术的关键原因。实际上，在现代经济增长中，
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性质的知识生产、分配和消费已然发挥了越来越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甚至有可
能成为单独的一个产业部门［14］。特别是对于大国经济体而言，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有利于通过国
内市场效应( Home Market Effect) 虹吸这种以技术、信息、人才甚至企业家精神等为代表的知识部门
在本国形成集聚，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创新发展。因此，为了促进国内价值链与 GVC 的深度对接，我
国需要充分地发挥大国内需市场的规模报酬递增性质，从而增强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之间的互补

效应。
最后，以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循环，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过去40多年，借助国际经济

循环，全球的资金、技术、知识、人力资本纷纷流向国内市场，通过技术溢出等正外部性机制，促进了我
国产业升级。但不能否认的是，过去那种客场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循环，对国内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
是比较有限的。调查研究显示，GVC中的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可以从国际经济循环中的跨国公司那
里学习得到，但是却不一定能带来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15］。这与过去那种国际经济循环中有限的对
外开放水平不无关系，因而在当前的新发展阶段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必须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
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其中，更大范围的对外开放，意味着我国不仅要继续沿着发达国家主导的
GVC向东开放，向其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组织管理经验，引进高级生产要素;而且也要向西开放，特
别是沿着“一带一路”构建以我为主的 GVC，输出资本和产能。在新发展格局中，这两种方向的对外开
放是相互融合的，是一种开放式学习和创新的过程，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更宽领域的对外开放，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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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我国对外开放的产业领域应进一步拓宽，从过去主要是制造业领域的对外开放放宽至服务业领

域，例如金融、科技、医疗、教育等服务领域，目前对外资的市场进入仍然存在较大限制，显然需要加大
开放力度。虽然服务业长期被认为是不可贸易的，但随着网络和数字技术的进步，许多服务尤其是生
产性服务的可贸易性大大增加，这就为服务业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利条件。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要求
在一般商品和要素的跨国流动之外，强调主动参与国际贸易新规则的治理。随着近年来全球价值链呈
现出“纵向缩短、横向区域集聚”的重组趋势，区域性的贸易协定显著增加。在这种全球“区块化”经济
中，由于地理距离、文化距离、经济距离和外交距离等具有临近特点，因而更加有利于促进国际间贸
易。比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ＲCEP) 在2020年底正式签署，标志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经贸
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性市场正式形成，将大大促进我国构建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进而加
快形成新发展格局。

五、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策实施重点

按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策实施重点，是要坚持一个主题，坚持一条

主线，坚持系统观念，建设一个体系。
坚持一个主题，就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所谓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
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①这是由我国进入新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所决
定的。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采用非均衡发展模式实现了世界瞩目的经济赶超成就，有效地化解了人
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但非均衡发展模式也带来了一些困扰国

民经济循环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结构性失衡问题，从而导致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这就需要
推动高质量发展，最为关键的是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16］。一是从创新发展看，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直接
反映了技术创新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二是从协调发展看，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要求实体

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等实现协调;三是从绿色发展看，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内在蕴含了
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理念; 四是从开放发展看，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与实施高水平对外
开放是一致的;五是从共享发展看，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与全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互为支撑。因此，在以
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新发展格局中，必须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消化发展阶段转换下巨大社会变

革所带来的社会成本上升，否则，在发展动能衰减、经济增速下行叠加成本推动型的滞涨压力之下，我
国发展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坚持一条主线，就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转向重塑新的产业链。在新发展阶段，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重点需要转变，要从“十三五”期间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转向全球新
竞争格局下的重塑新产业链，始终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高效、自主可控。这就要求大力推进包括
产业基础能力提升、运行模式优化、产业链控制力增强和治理能力提升等内容在内的产业链供应链现
代化过程。正因为如此，“十四五”规划建议在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指导思想下，对重塑新的
产业链问题，对实体经济和现代产业体系建设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全面的强调。为此，要以结构
深度调整为突破口，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主导产业。具言之，一是对于我国一些已经具有国
际主导能力的优势产业，如高铁、电力装备、新能源、通信设备等，要继续实施横向扩张、纵向延伸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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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根本要求，http: / / theory． people． com． cn /n1 /2017 /1221 /c40531－29719990． html。



细化战略，提升全产业链的竞争优势; 二是对于那些在我国经济腾飞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传统产

业，要加快利用信息网络技术、自动化技术增加传统技术改造升级的广度和深度，为建设制造强国、质
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三是对于我国在全球领先的“线上经济”领域，如线
上办公、线上购物、线上教育、线上医疗等，要促进其与线下实体经济互动融合，加快数字经济、数字社
会、数字政府建设，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机遇下的转型升级。
坚持系统观念，就是统筹发展和安全，既要保证双循环畅通，也要保障双循环安全。如果说过去的

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主要是聚焦发展的价值取向，那么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发生的一系列逆全球
化的事件，以及2020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对安全的价值取向的关注明显强
化了。这就是近年来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分工会出现“纵向缩短、横向区域集聚”的内向化趋势的重
要原因。因此，发展和安全的价值取向均会在新发展格局中得到体现，不仅要求实现经济循环畅通无
阻，而且要求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譬如，针对国内产业链体系中存在的许多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的
“卡脖子”问题，就要充分运用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建立起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确保国内生产
供应体系在关键时刻甚至在极端情况下能够正常运转。这就需要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前瞻性思考、全
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既要保证双循环的畅通运行，也要保障双循环的安全稳定。实际
上，发展和安全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二者辩证统一。一方面，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只有实现国家安全和
经济安全，才能真正地推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 另一方面，发展是安
全的保障，因为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建设一个体系，就是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即立足新发展阶段，建设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市场体

系、分配体系、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开放体系和经济体制等，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从某种程度上讲，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表”和“里”的关系。也就是说，
新发展格局搭建了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骨架”，而现代化经济体
系则是填充其上的“血肉”和“经脉”，二者各有侧重又相互统一，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总体框架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具体包括以下七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要
建立以不断壮大实体经济为目标，以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本为投入要素的协同发展的产业体
系;二是要建立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的高标准市场体系; 三是要建立在追求效
率的基础上促进公平的分配体系;四是要建立区域良性互动、国土资源利用效率高、产业链布局科
学合理的区域发展体系;五是要建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体系; 六是
要建立在主场进行的、以内需为主导的全球化开放体系;七是要建立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
发挥政府作用，实现市场机制有效率、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尺度的新型经济体制。这“六个
体系”和“一个体制”是相互贯通和协同的，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宏观布局之下重要的微观内容和
任务。

六、结 语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和完善，无论是对于指导“十四五”及未来更
长时期的经济发展实践，还是对于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宝库，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

作用。本文运用主场经济全球化思维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研究视角、内在逻辑和总体框架进行了系统
性的理论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发展阶段的双重变化，我国应加快从以西方市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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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客场转向以国内市场为主导的主场，这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背景。第二，内需主导型
GVC可以促进扩大内需下的分工深化，形成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所必要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等
条件，因而这种组织机制可以作为一种合适的切入视角来对新发展格局进行研究。第三，构建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主线，从理论逻辑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技术大变革之下 GVC
分工的动态演变和深化;从历史逻辑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

历史自然演进;从现实逻辑看，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内市场需求增长、产业供给体系升级以及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优势的发挥，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奠定了现实基础。第四，构建双循环新
发展格局的总体框架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基于内需市场构建国内价值链，形成国内大循环; 二是实

现国内价值链与 GVC 深度对接，以国内大循环带动国际循环;三是以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循环，形成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第五，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政策实施重点是要坚持以推动高质
量发展为主题，坚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
本文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研究视角、逻辑主线和总体框架的系统性分析，为深入研究我国加

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一种相对完整的研究范式，是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论研究的边

际推进。必须承认的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是一篇富含经济
理论与应用研究议题的大文章，需要各界同仁继续探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
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
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

着此消彼长的态势。对这个客观现象，理论界进行了很多讨论，可以继续深化研究，并提出真知灼
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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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Featuring Dual Circulation:
Ｒesearch Perspective，Logic and Framework

LIU Zhibiao，LING Yonghui

( Yangtze Industrial Economic Institute，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

Abstract: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featuring dual circulation is a major strategic choi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es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We can take the domestic demand-led global value chains a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Constructing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is not only due to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the dynamic
evolution and deepening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under the great technological change，but also to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the natural transition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rend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and more impor-
tantly，to the realistic logic of the change on the demandside，supplyside and systemside after entering a new stage of develop-
ment． The overall framework for constructing a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first，to build the do-
mestic value chains and foster a domestic circulation based on the domestic market; second，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a deep
connection between the domestic value chains and the global value chains，and use the domestic circulation to drive the interna-
tional circulation; third，to take advantage of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for reinforcing domestic circulation
and form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The execution of the policy focuses on adhering to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deepening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upholding a systematic concept，
ensuring both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and accelerating the building of a modernized economy．

Key words: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global value chain; domestic demand-led GVC; sup-
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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